
 

营商环境如何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
−基于组态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

敦  帅， 毛军权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 , 上海 200233）

摘   要：培育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文章以我国31个省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数量为样本，从营商环境视角出发，通过组态思维和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解析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引致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

育的区域差异。结果发现：（1）营商环境涵盖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环境、人文环境和创新环境5个

具体条件因素均不能单独构成“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必要条件，即单一的环境因素对培育“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的影响解释不力；（2）“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高效率的协同驱动路径有2条，即市场—

人文环境驱动型路径和人文—创新环境驱动型路径；（3）“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非高效率的驱动路

径有2条，即法律—人文环境抑制型路径和市场—政务—创新环境抑制型路径，且与培育高效率的驱动

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4）良好的人文环境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高效率有着较为普遍的影

响；（5）引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高效率的营商环境各要素环境并非越高越好，而是需要以合适的

组态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发挥各要素的协同“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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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凭借主营业务专业化、管理经营精细化、产品服务特色化和创新效能

新颖化，已成为优化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基础研究能力、解决“卡脖子”关键技术、构建创新型

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体。培育和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是

建设制造强国的有效方式，是构筑就业保障的高能途径，是激发企业活力的关键举措，有利于

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的效率，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引擎的更替，有利于推动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和动力变革（张璠等，2022）。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着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在

资金、人才、孵化平台搭建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尤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支持

“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大力培育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成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重要内容。截至2022年8月，我国已总计公布四批共9 119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涵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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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新能源、新技术、新制造等各领域，基础技术、基础材料、基础部件、基础工艺等领域的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成为国家的重点扶持对象。

现有关于“专精特新”企业的专项研究较少，少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

扶持和发展成长两方面。在培育扶持方面：刘志彪和徐天舒（2022）的研究认为，目前实践中培

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尚存在不少瓶颈和障碍，需要各级政府转变经济政策的倾向和产业政

策的实施方式，发挥产业链“链长”和“链主”的双重作用；张璠等（2022）的研究提出，扶持政策

推动了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供给型政策可以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资源困境，需求型政策

仅可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发挥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环境型政策则专注于营商环境的改善；林

江（2021）的研究指出，在培养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方面，必须让各省级（直辖市）政府充当

“润滑剂”和“助推器”，而市级、县级政府要把重点放在解决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上。在发展成

长方面：李金华（2021）的研究显示，“小巨人”企业的数量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的特

性，“小巨人”企业的未来发展要以主营业务为主，突出企业特点，提升企业产品和服务核心竞

争力，增强企业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能级，扶持企业跻身全国乃至世界单项第一，实行精

细化经营和“走出去”战略，创建世界著名名牌，增强企业创业创新能力，并提供专业化、精细

化、个性化服务；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的研究提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还面临诸多问题与阻碍，包括体制机制不健全、基础研究能力薄弱、数字化转型面临“数字鸿

沟”、创新生态系统中各成员之间的合作动力不强等问题，未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高质量

发展需要着重从改革体制机制、加大基础投入、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数字能力四方面发力；毛

军权和敦帅（2023）的研究指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受到技术、组织、环境三层

面因素的协同影响，因此政府层面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和执行相应的配套政策，为“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企业层面需要保持适度的企业规模，增强技术革新效

率，进而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在新发展时期，大力培育和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成为我国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在实践上，我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迅速；在理论上，

关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研究尚存不足。尤其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为什么会存在

区域差异？如何通过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生态才能更好地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研究解决这

些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科学问题对推动传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推动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方面，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

“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系统”（李志军，2019），是驱动传统中小企业向“专”

“精”“特”“新”方向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营商环境要素的不同组合会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培育发挥不同的作用，所以对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多元营商环境要素的协同驱动效应

进 行 分 析 具 有 现 实 意 义 （Douglas等 ，2020） ； 另 一 方 面 ， 基 于 组 态 思 维 的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分析，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统计分析中单个因子的净影响，在探讨多元因子

综合效用方面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查尔斯，2019），可以通过运用集合理论和布尔运算挖掘多种

因素的组态效应，实现“殊途同归”（张明等，2020）。基于此，本文从营商环境视角出发，以“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效率在31个省份的不同情形为样本，构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理论

框架模型，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探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多元影响因子及组合影响机制，

旨在为更好地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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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基础与模型

（一）营商环境及其要素分类

2001年，世界银行提出加快发展各国私营部门战略，“营商环境”被正式提出。基于生态视

角，营商环境是企业在创业、创新、融资、投资等活动中所面对的全方位的综合性生态系统（董

志勇和李成明，2021）。一方面，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利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互动式

和参与式治理，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垄断行

业改革，可以显著促进营商环境的优化（范合君等，202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2；李

先军和罗仲伟，2020）。另一方面，基于制度逻辑视角，营商环境要素拥有其自身的逻辑，它们之

间或冲突或互补，可以塑造组织多样化行为（Greenwood等，2011）。其一，从营商环境视角看，单

个营商环境要素并非是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条件，但优化市场环境和强化人力资本均可在

城市高全要素生产中发挥普遍效用，且技术效率型市场驱动、渐进创新型市场驱动、政府轻推

的突破创新型市场驱动三类营商环境生态可以产生城市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营商环境生态中

各要素均表现不佳、市场环境和市场活力不足则会导致非高全要素生产率（杜运周等，2022）。

其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中小企业需要长期丰富的资源支持，以保持其持续发展和创

新转型（Wiklund和Shepherd，2011），缺乏环境持续资源支持的中小企业，会面临尚未开创新机

会就因资源耗尽而亡的窘境（Bradley等，2011）。其三，营商环境的差异影响中小企业资源、能力

和机会可行性的获取，进而影响创业企业的发展方向（Lim等，2016）。由此可知，“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的培育有赖于营商环境的支持。

营商环境作为一项复杂的生态系统（李志军，2019），其构成要素具有多元化、系统化、层次

化的特征。李志军（2022）从生态系统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包括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

境、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法治环境、政务环境七方面的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指

标体系综合比较了南北地区城市营商环境状况；杜运周等（2020）从政府效率、人力资源、金融

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创新环境六方面分析了营商环境各要素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

用；任宗强等（2021）讨论了基础建设、创新生态、人力资源、政务服务、法治环境、市场体量和

金融服务七类营商环境要素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组态路径；王智新等（2021）从基础设施、社会

环境、要素市场、制度环境四个层面分析了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和技术创新绩效

的影响；邱康权等（2022）建立了中国营商环境整体发展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企业营商开展环

境和营商生活环境两方面；张三保等（2020）根据“十三五”发展的总体目标，从市场环境、政务

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四方面建立了中国省域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陈强等（2021）认

为，自然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经营环境、技术创新环境、政策政务环境、金融环境、人

才环境和文化环境均是营商环境的关键要素。

由以上研究可知，营商环境要素分类有二元、四元、六元、七元和八元等多种论断，已经形

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基础，但是关于营商环境的测量仍未形成统一的认知体系。因此，本文在

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20》、广东粤港澳大湾区

研究院和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296个城市营商环境报告》以及中国战略文化

促进会、中国经济传媒协会、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

数评价报告》等研究报告，并结合研究问题、QCA方法对变量的要求和样本容量，基于环境的

视角，将营商环境要素分为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环境、创新环境和人文环境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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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商环境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关系

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单个营商环境要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这些研究不仅为界定营商环

境要素范围提供了依据（杜运周等，2020），同时也为营商环境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发展

之间的协同影响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市场环境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市场作为一种“看不见的手”，是配置资源

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融资水平、激发企业的创新活

力，而且可以推动非国有经济比重和企业资源获取能力的提升，推进市场中介服务的完善。开

放健全的市场环境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融资、创新、竞争、资源和服务支持（张美莎

和徐浩，2021），可以有效推动其向“专精特新”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封闭僵化的市场环境则会

削弱中小企业持续获得环境资源的能力，限制和剥夺中小企业的发展机会与生存空间，进而阻

碍其向“专精特新”转型升级。从这个方面看，市场环境是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主要影响

要素之一，且该影响既有正面的积极作用，也有负面的消极作用。

2.政务环境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政府作为一种“看得见的手”，是营商环境

的重要组成，政府在与企业的关系中同时扮演着“帮助之手”和“掠夺之手”。一方面，在政府“帮

助之手”的逻辑下，政府通过提供制度支持密切参与企业发展。营造政企关系良好、政府廉洁高

效的政务环境，不仅可以减少企业审批事项、时间和环节，降低企业制度成本和税费负担，而

且可以促进企业投资和贸易的简化与便利（魏陆，2018）。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可以增加企业的

社会资源，改善中小企业的社会福祉，从而更好地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另一方面，在政

府“掠夺之手”的逻辑下，政府通过干涉企业自主性经营以维护自身利益（Du等，2016），营造政

企关系紧张、政府冗杂低效的政务环境，降低了企业更好地获取环境资源和发展机会的可能性

（Thornton和Ocasio，2012）。政务环境的繁杂低效不仅会给中小企业发展带来沉重负担，也会给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带来障碍。由此可知，政务环境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过程中

具有“双刃剑”的作用。

3.法律环境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法律环境是指国家或地方政府颁布的各项

法规法令和政策条例等（王月辉等，2017），主要包括国家法律政策规范和司法机关法律意识，

对企业的管理经营活动具有刚性约束的影响（潘大钧等，2003）。一方面，法律政策通过具体明

确的条款指导企业在组织、财务、人事、安全等管理活动和购销、产品、价格、广告等运营活动

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影响着企业生产发展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优化完善的法律环境可以

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的弱质性和不确定性，提升中小企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张树明和张新，

2014）；同时，法律环境的优良程度通过对企业管理者权力的限制抑制企业研发投入（柯东昌和

李连华，2020），从而阻碍企业的“专精特新”转型。因此，良好的法律环境可以促进形成细致的

政策体系和公正的司法体系，推动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发展、管理向着专业化、精细化、特

色化和新颖化转型提升，但严苛的法律环境则会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起到抑制效应。

4.创新环境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熊彼特指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一方面，创新环境不仅能够从创新投入、创新合作、技术溢出与学习效应等方面促进企业的创

新绩效，而且可以推动企业整合环境资源、培育核心竞争力、提升创新活力（李志军，2019）；另

一方面，在创新环境中，企业不但能够在既有的市场中争夺既有的生存空间，而且能够开拓新

的生存空间、探索新的发展机会（Aldrich和Ruef，2006）。因此，在良好的创新环境下，中小企业

可以实现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创新投入的大幅增加、创新合作的有效开展、技术溢出的有力

强化、学习效应的大力提升，进而推动中小企业实现创新发展和“专精特新”升级转型。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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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环境是推动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重要力量。

5.人文环境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人文环境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体系中体现其

所包含文化价值各要素的总和。既可呈现为某种现实的社会存在情境，亦可呈现为某种潜藏于

社会存在中的无形情境；既可促进企业的良好运行和发展，也会限制企业接受外来知识而使企

业发展受挫（朱杏珍，2006）。一方面，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不仅可以推动中小企业构建内外融

合的关系链，充分利用内外部的知识、信息、技术、市场、服务、资金等资源，提升中小企业竞争

力；而且可以增进环境中中小企业之间忠诚、联合与信任的缔结，避免恶性竞争，实现技术学

习、协同融资和市场营销的共生共荣，助力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封闭

固化的人文环境会致使中小企业形成固定和排外思维，不仅会严重阻碍中小企业利用外部市

场进行贸易和投资，而且中小企业间正常的信任构建、信任传递与信任保障关系也会遭到严重

破坏，进而制约“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由此可知，在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

方面，人文环境既可以发挥正面效应，也可以发挥负面效应。

（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理论模型

综上所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到营商环境视阈下市场环

境、政务环境、法律环境、创新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协同影响，营商环境各具体因素也为后续的

变量选择提供了依据。然而，营商环境下某单一因素是否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必要条

件？营商环境各具体因素需要以怎样的组合方式才能更好地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

怎样的营商环境组态会阻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现有研究并未给出答案。由于定性比

较分析主要解构多元同效因素对结果发生的协同作用，能够从不同角度发掘各因素与结果的

不对称性、等效度的复合因果联系（杜运周和贾

良定，2017），从而为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协同作用机制的研究提出了更为合理的分析方

法。因此，本文基于组态视角，采取QCA分析方

式，探究营商环境各要素对“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培育的复杂影响机制和协同驱动路径，具体

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三、  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定性比较分析（QCA）

QCA是在整体视角基础上运用集合关系、通过组态效应对特定案例必要、充分的因果关系

进行合适表达的新方式（杜运周等，2021；敦帅等，2021；谢智敏等，2020）。首先，QCA方法通过

子集间的关联表示多因并行的组态和因果不对称，可以从根源上避免样本偏差、遗漏偏差和反

向因果等内生问题（杜运周等，2021）；其次，QCA方法兼具定量与定性分析的优势，适用于大

（100以上案例）、中（10或15至50案例）、小（10或15以下案例）不同研究样本（杜运周和贾良定，

2017）；再次，QCA方法突破了以往单因素定量回归分析的单一角度，为研究变量之间相互关

联、相互协同以及对结果发生影响的复杂原因提出了更为合理的研究范式（敦帅等，2021）；最

后，比较而言， 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可以更好地解决涉及的程度改变和局部归属问

题，因此fsQCA越来越受到重视（谢智敏等，2020）。本文选取31个省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

的具体状况为样本，探究营商环境各要素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成效的复杂影响机制和

协同驱动路径。31个省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情况属于中等样本，不仅可以兼具案例深度

市场环境

财务环境

创新环境 人文环境

运营环境
协同联动

法律环境
组态匹配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培育

高效率

非高效率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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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殊性，而且可以兼顾外在效度，同时中等样本最优的条件变量数目通常为4－7个（杜运周

和贾良定，2017），而本文确定的前因条件为5个，因此fsQCA方法更加适用。

（二）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小巨人”企业作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高额的市场占

比、精湛的专业水平、强大的创新能力、突出的特色优势、雄厚的研发投入、优质的经营管理、

丰厚的营业收入等优势，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典型代表（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因此，本

研究采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并发布的4 76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在31个省份的

分布情况为案例样本（见图2），31个省份营商环境因素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效率具有较

大异质性，满足案例选择的多样化要求。此外，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和前因条件、结果发挥作用

的时间效应，本研究营商环境各因素采用2019年的数据，并根据工信部2019年、2020年、2021年

认定并公布的三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各省份的分布总数对各省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培育效率进行衡量。同时，营商环境各要素数据来源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省份营商环境

研究报告2020》为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数据提供了依据（张三保和张志

学，2020），各要素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EPS数据库、各省统计年鉴、中国政商关

系报告、中国省市政府电子服务能力指数报告、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中国司法文明指数

报告、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信用状况简报等。另一方面，创新环境要素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区

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和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

研究中心，2019），要素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公开出版的统计年鉴和政府工作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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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案例样本

 

（三）测量和校准

1.结果的测量。“小巨人”企业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突出典型，是我国制造业领域创

新的主力，具有效益好、信誉高、影响大、责任强的特征（李金华，2021；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

“小巨人”企业的认定主要是政府行为，是一种政府主导的策划活动，认证过程与结果标准统

一、服务精准、发展平衡，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因此，本研究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效率的

测量对象为各省份拥有的国家工信部认定并公布的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总和。

2.条件的测量。一方面，《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0》对营商环境下市场环境、政务

环境、法律环境和人文环境四个要素进行了报告。二级指标通过考察评价内容在《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中出现的频率确定权重，三级指标采用31个省份的具体数据进行测度，并通过效用值

法整合原始数据，规定的效用值值域为[0，100]，且效用值越大则该指标得分越高。另一方面，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对营商环境下创新环境要素进行了报告，要素下设二级指

标，在对基础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的基础上，采用专家打分得到二级指标的权重，并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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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逐级综合计算得出各省份创新环境要素的得分。其中，在无量纲化处理时同样采用效用值

法，效用值规定的值域是[0，100]，即该指标下最优值的效用值为100，最差值的效用值为0。各要

素 具 体 测 量 如 下 ： （ 1） 市 场 环 境 。 市 场 环 境 主 要 由 融 资 （ 3.85%） 、 创 新 （ 3.85%） 、 竞 争 公 平

（10.25%）、资源获取（3.85%）和市场中介（6.4%）加权计算得出。其中，融资主要由融资水平表

征，创新主要由研发投入、科研机构和研发产出表征，竞争公平主要由创新活力和非国有经济

比重表征，资源获取主要由水价、地价、人力资本和交通服务表征。（2）政务环境。政务环境主

要由政企关系（6.41%）、政府廉洁（6.41%）和政府效率（23.08%）加权计算得出。其中，政企关系

主要由政府关系指数表征，政府廉洁主要由政府廉洁度表征，政府效率主要由政府规模和电子

政务水平表征。（3）法律环境。法律环境主要由政策透明（14.1%）和司法公正（16.67%）加权计算

得出。其中，政策透明主要由政府透明度表征，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质量表征。（4）人文环境。

人文环境主要由对外开放（1.28%）和社会信用（3.85%）加权计算得出。其中，对外开放主要由贸

易依存度、外资企业比和对外投资度表征，社会信用主要由信用市场建设和商业机构信用意识

表征。（5）创新环境。创新环境是指一个区域能够为知识技术的产生、流通和应用创造对应条

件的整体氛围，主要由创新基础设施、技术市场、劳动者素质、金融环境和创业水平表征。基于

对结果和条件变量的测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说明 单位 数据源
描述性统计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营商环境要素

市场环境 分

《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0》

40.26 10.64 80.03 17.87

政务环境 分 53.10 9.86 77.22 32.63

法律环境 分 66.92 17.93 95.90 24.58

人文环境 分 55.50 16.35 88.02 23.53

创新环境 分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 25.57 9.48 52.20 15.70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培育
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数量
个 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 153.61 123.10 470.00 2.00

 

3 .校 准 。 在QCA分 析 中 ， 把 案 例 样 本 归 纳 到 相 应 集 合 隶 属 的 程 序 被 认 为 变 量 校 准

（Schneider和Wagemann，2012）。由于营商环境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缺乏明确的外

部和理论指导，因此，基于已有研究（Greckhamer，2016），本研究依据案例本身的数据条件，采

用 直 接 校 准 法 将 各 变 量 校 准 所 用 的 锚 点 （ 临 界 值 ） 设 置 为 完 全 隶 属 （75%分 位 数 ） 、 交 叉 点

（50%分位数）和完全不隶属（25%分位数）三种情况（Fiss，2011），并用0－1之间的数值表征各变

量集合的隶属度（谭海波等，2019）。同时，为了避免出现隶属度恰好为0.5的情形，本文通过在

所有隶属度得分小于1的分数上增加0.001的方式对全部变量的校准结果进行修订（张明和杜

运周，2019）。变量校准结果如表2所示。

四、  实证分析

（一）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必要条件是指当特定结果出现时某个总是存在的条件（Xie等，2021）。在QCA分析中，考量

必要条件的关键指标是一致性水平（consistency）（孙谋轩等，2020），如果一致性水平高于0.9就

称这一条件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如果低于0.9则不是必要条件（谢智敏等，2022）。利用

fsQCA3.0软件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高效率和非高效率的必要条件进行考察发现，营商

环境各单一要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覆盖度均小于1，“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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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条件不存在，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同时，基于营商环境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关系的分

析可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兼具复杂性、整体性和中和性特征，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营商环境涵盖的市场、政务、法律、人文和创新五方面要素的协同驱动效应。
 
 

表 2    校准结果

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 目标集合
校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市场环境 好的市场环境 42.72 38.38 34.69

政务环境 好的政务环境 59.33 52.92 46.15

法律环境 好的法律环境 80.93 69.37 56.80

人文环境 好的人文环境 67.65 55.58 43.70

创新环境 好的创新环境 26.52 21.99 19.59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的高效率 225.00 130.00 43.00

 

 
 

表 3    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高效率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非高效率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市场环境 0.837 0.866 0.270 0.262

~市场环境 0.287 0.295 0.862 0.833

政务环境 0.670 0.700 0.362 0.355

~政务环境 0.383 0.390 0.695 0.664

法律环境 0.657 0.693 0.372 0.370

~法律环境 0.403 0.406 0.691 0.654

人文环境 0.855 0.846 0.269 0.250

~人文环境 0.243 0.261 0.834 0.844

创新环境 0.760 0.761 0.376 0.354
~创新环境 0.355 0.377 0.747 0.745

 

（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在QCA分析中，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是指探究引致结果发生的多维要素条件所构成的

多元组态或协同路径过程。在条件设定上，为避免矛盾组态的出现，本文将原始一致性阈值、

频数阈值和PRI（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一致性阈值分别设定为0.8、1和0.7（张明和

杜运周，2019）。在结果考察方面，在fsQCA输出的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3种结果中，复杂度

适中且考虑必要条件的中间解（如果必要条件存在）是QCA充分性分析结果汇报的首选（谢智

敏等，2020），且中间解与简约解之间的嵌套关系可用于识别核心条件（对结果发生有重要影响

的条件）和边缘条件（对结果发生起辅助影响的条件）。所以，本文在简约解的辅助下，重点对

中间解进行汇报和分析。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1.“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高效率的充分性分析。整体而言，引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

育高效率的组态有3个。一方面，3种组态的总体结果具有93.4%的一致性，表明案例省份营商环

境要素组合在满足这3种组态的情况下，均可表现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高效率；另一

方面，3种组态的总体结果具有72.2%的覆盖度，表明这3种组态对案例省份营商环境要素组合

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解释力较好。具体来看：S1组态表明，以良好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

人文环境为核心，以不足的政务环境和不足的创新环境为辅助，配以无关紧要的法律环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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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高效率，且该组态具有83.8%的一致性和13.0%的唯一

覆盖度；S2a组态和S2b组态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上的核心条件相同，即“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培育的高效率以良好的人文环境和良好的创新环境为核心，但两个组态在边缘条件上存

在差别。其中，S2a组态表明，以良好的人文环境和良好的创新环境为核心，以良好的市场环境

和良好的政务环境为辅助，配以无关紧要的法律环境，可以有效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

的高效率，且该组态具有97.9%的一致性和48.7%的唯一覆盖度；S2b组态表明，以良好的人文环

境和良好的创新环境为核心，以不足的市场环境、不足的政务环境和良好的法律环境为辅助，

可以有效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高效率，且该组态具有97.8%的一致性和1.80%的唯

一覆盖度。在上述基础上，结合组态S1和S2的核心要素和内在逻辑，本文用市场—人文环境协

同驱动型路径和人文—创新环境协同驱动型路径概括引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高效率的

两种组态。
 
 

表 4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高效率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非高效率

S1 S2a S2b NS1a NS1b NS2

市场环境 ● ○ ■ ■ ■

政务环境 ■ ○ ■ ■ ■

法律环境 ○ ■ ■

人文环境 ● ● ● ■ ■ ■

创新环境 □ ● ● □ □

一致性 0.838 0.979 0.978 0.927 0.976 0.969

原始覆盖度 0.216 0.551 0.085 0.563 0.428 0.524

唯一覆盖度 0.130 0.487 0.018 0.173 0.038 0.134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34 0.923

总体解的覆盖度 0.722 0.735

典型案例 辽宁、安徽、福建 广东、上海、北京、浙江等 江西
西藏、新疆、内蒙古、黑龙江、

广西、吉林、山西等
宁夏、云南等

　　注：●表示存在核心条件，○表示存在边缘条件，■表示缺失核心条件，□表示缺失边缘条件，空格表示无关紧要条件。
 

（1）市场—人文环境协同驱动型路径。基于组态S1发现的市场—人文环境协同驱动型路径

是指，在政务环境和创新环境不足、法律环境无关紧要的情形下，良好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人

文环境可以协同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高效率。一方面，良好的市场环境不仅可以为

中小企业获得人才、资金、技术、材料等环境资源提供支撑，而且可以为中小企业开拓市场机

会、赢得市场竞争和提升核心能力提供支持，是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创新的重要推力；

另一方面，良好的人文环境不仅有助于企业间形成内外融合的强关系链，实现不同企业间资源

的开放共享，而且通过构建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有助于企业间形成良好的忠诚、联合与信任

关系，是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创新的重要拉力；同时，良好的市场环境可以催生企业良

好人文环境的形成，良好的人文环境可以塑造良好的企业市场环境，良好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

人文环境的协同可以形成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过程中“推力+拉力”的合力场。该组态能

够解释约21.6%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高效率的案例，且仅有约13.0%的案例可以用这个

组态进行表征，辽宁、安徽和福建也成为该组态的典型省份。在案例样本中，辽宁的市场环境

和人文环境分别位于第10位和第9位，政务环境、法律环境和创新环境分别位于第23位、第27位

和第29位，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数量却位于第10位；安徽的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均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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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位，政务环境、法律环境和创新环境分别位于第26位、第2位和第23位，而“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培育数量却位于第8位；福建的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分别位于第14位和第6位，政务环境、

法律环境和创新环境分别位于第18位、第16位和第17位，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数量却位

于第9位。由此可见，辽宁、安徽和福建在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过程中主要受到营商环境视

阈下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协同影响。

（2）人文—创新环境协同驱动型路径。基于组态S2a和S2b发现的人文—创新环境协同驱动

型路径是指，在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不足或法律环境无关紧要的情况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培育的高效率主要由良好的人文环境和良好的创新环境协同驱动。一方面，良好的人文环境不

但可以推动企业间资源的开放共享形成强关系链，而且可以依托较好的社会信用助力企业间

形成良好的忠诚、联合与信任关系，从而促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另一方面，良好的

创新环境既是中小企业整合创新资源、加大创新投入、增进创新合作、强化技术溢出、提升创

新能力的外部保障，也是中小企业开拓新生存空间和探索新发展机会的重要助力。同时，良好

的人文环境通过强化企业间良好的关系链推动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良好的创新环境又通过

增进企业发展动力源推动形成良好的人文环境。可见，良好的人文环境和良好的创新环境的协

同可发挥推动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过程中“关系链+动力源”的场效应。组态S2a的协同

驱动路径下：第一，这一组态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高效率的诠释占案例样本的约55.1%，

且仅有约48.7%的案例可用该组态进行诠释；第二，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和山东等是此

组态下的典型省份，从营商环境各要素条件来看，上述省份的发展状况均比较好，在“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培育方面均位于前列；第三，该组态表明，在法律环境无关紧要的情况下，良好的

人文环境和创新环境辅之以较好的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是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高效

率的最主要路径。组态S2b的协同驱动路径下：一方面，这一组态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高

效率的诠释占案例样本的约8.5%，且仅有约1.8%的案例可用该组态进行诠释；另一方面，此组

态下的典型省份是江西，在案例样本中，江西的人文环境和创新环境分别为第14位和第15位，

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环境分别位于第18位、第21位和第12位，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

数量却位于第15位。由此可见，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山东和江西在培育“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过程中主要受到营商环境中人文环境和创新环境的协同影响。

此外，综合组态S1、S2a和S2b可知，良好的人文环境在两个组态中均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高效率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表明良好的人文环境对“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培育的高效率有着较为普遍的影响。

2.“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非高效率的充分性分析。基于非对称性的QCA方法中某个结果

的出现与否是不同的“原因组合”共同导致的（伯努瓦和查尔斯，2017）。因此，为进一步深入探

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驱动机制，本研究继续分析导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非高

效率的条件组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非高效率的校准标准取高效率的非集，从而对变量

条件进行充分性分析，综合核心解和中间解可以得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非高效率的两

个组态，即法律—人文环境协同抑制型和市场—政务—创新环境协同抑制型。

（1）法律—人文环境协同抑制型。组态NS1a和NS1b表明，营商环境中法律环境和人文环境

的不完备共同抑制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高效率。不完备的法律环境不足以为“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培育提供细致的政策体系和公正的司法体系，不完备的人文环境不足以为“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提供良好的对外开放和社会信用体系，两者的协同进一步限制了中小企业

的良好运营和资源获取，进而抑制了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的转型升级，该组态下的典型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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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内蒙古、西藏和新疆。其中，内蒙古在法律环境和人文环境方面分别位于样本案例的第26位

和第30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数量位于第28位；西藏在法律环境和人文环境方面分别位

于样本案例的第28位和第26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数量位于第31位；新疆在法律环境和

人文环境方面分别位于样本案例的第22位和第27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数量位于第

23位。由此可知，不完备的法律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抑制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高效率。

（2）市场—政务—创新环境协同抑制型。组态NS2表明，营商环境中不完备的市场环境、政

务环境和创新环境共同抑制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高效率。市场环境的不完备会限制

中小企业资源获取和生存发展，政务环境的不完备会加重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行政负担，创

新环境的不完备会削弱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力，三者的协同进一步限制了中小企业

的持续发展和开拓创新，进而抑制了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的转型升级，该组态下的典型省份

是宁夏和云南。其中，宁夏在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和创新环境方面分别位于样本案例的第27位、

第29位和第27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数量位于第21位；云南在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和创

新环境方面分别位于样本案例的第30位、第20位和第25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数量位于

第27位。由此可知，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和创新环境的不完备共同抑制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培育的高效率。

（三）稳健性检验

参考张明和杜运周（2019）的研究，本研究采用集合论特定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对“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培育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具体而言，通过提升解的一致性水平、改变案例频数和调

整校准阈值三种方式，再次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效率进行组态分析。对比可知，结果

所涵盖的组态数量、中性排列（具有相同核心条件和不同边缘条件的组态）、一致性和覆盖度

等指标，或者与原始研究结果相同，或者仅有微小的变动，但是改变不足以支撑一个有实际价

值或完全不同的诠释。所以，本研究的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五、  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31个省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数量为样本，从营商环境视角出发，运用组

态思维和QCA方法整合市场、政务、法律、人文和创新环境5方面的条件变量，解构影响“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培育区域差异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因果复杂机制。研究结论有：（1）营商环境涵盖的

市场、政务、法律、人文和创新环境5个具体条件因素均不能单独构成“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

的必要条件，即单一的环境因素对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影响解释不力；（2）“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培育高效率的协同驱动路径有2条，即市场—人文环境驱动型路径和人文—创新环境

驱动型路径；（3）“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非高效率的驱动路径有2条，即法律—人文环境抑制

型路径和市场—政务—创新环境抑制型路径，且与培育高效率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4）良好的人文环境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高效率有着较为普遍的影响；（5）引致“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高效率的营商环境各要素环境并非越高越好，而是需要以合适的组态结合

在一起，才能真正发挥各要素的协同场效应。

（二）理论贡献

1.本研究从营商环境视角出发，结合中国具体情境和国家政策规划，构建了“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培育协同路径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与已有研究大多侧重营商环境单一因素对企业培育

发展的因果关系不同（周泽将，2022；刘娟和唐加福，2022），本文将多重条件纳入同一分析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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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并结合中国特殊制度安排，整合营商环境的5个关键因素变量，为深入分析营商环境涵盖的

市场、政务、法律、人文和创新环境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协同联动机制奠定了理论基

础。该整合性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宏观情境。

2.组态视角是解释具有多重并发因素、因果非对称性等特点现象的有效理论视角，非常适

用于现象驱动的研究（张明等，2020）。与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不同政策类型、不同级别政府职能

和产业链效用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作用不同（张璠等，2022；刘志彪和徐天舒，

2022；林江，2021），一方面，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解构市场、政务、法律、人文和创新环境因素

多元逻辑互动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形塑机制，有助于更细化、更精准地揭示“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黑箱；另一方面，本研究从现象出发，按照溯因逻辑解析“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培育产生的组态原因，以及营商环境单个前因是否构成“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瓶颈，有

助于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高效率提供更细致、更精准的指导。

（三）实践启示

1.有的放矢，集中有限优势资源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研究发现，“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培育效果受到营商环境多重因素的协同影响，多重因素可以通过不同的组态结合在一起

引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高效率，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相关部门要集中有限优势资源选择适合本区域的驱动路径，有的放矢地优化营商关键要素环

境，推动实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高效率。

2.重点发力，打造更好的人文环境，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良好的开放共享机制

和社会信用体系是中小企业持续发展与创新升级的重要基础和保障。良好的人文环境在研究

发现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高效率协同路径中出现了2次，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

高效率有着较为普遍的影响。因此，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上，相关部门要通过构建共享

平台和健全开放机制，加强社会征信和规范失信惩戒，为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转型升级提供

良好的人文环境。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从营商环境视角出发，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机制和驱动路径进行了分

析，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一是本研究未分析营商环境随经济

发展动态演化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动态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考量营商环

境各要素随时间演化对结果影响的不同情形，以增强案例组态的覆盖度和有效性；二是本研究

仅从营商环境视角考察各要素环境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效果的影响，未考虑其他要素

特别是国家战略和创新创业生态等要素对培育效果的影响，后续研究应进一步从国家战略布

局、创新生态系统、创业生态系统等视角考察不同要素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协同驱动路

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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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By  virtue  of  the  specialization  of  its  main  business,  the  refinement  of  its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the specialization of  its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the novelty of  its

innovative  efficiency,  the “new,  distinctive,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SMEs  (herein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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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red to as “NDSS” SMEs) have become the core subject of optimizing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mproving  the  basic  research  ability,  building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DSS” SME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onstruct  a  powerful  manufacturing  country,  a  high-energy  way  to  build

employment  security,  and  a  key  measure  to  stimulate  enterprise  vitality,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  resource  utilization,  realizing  the  engine  replacemen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promoting the changes of quality, efficiency and momentum.

Based  on  the  number  of “NDSS” SMEs  cultivated  in  31  provinces  of  China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QCA  method  is  used  to  deconstruc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mplex causal mechanisms that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NDSS” SM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five  specific  elements  covered  by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cannot

constitut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NDSS” SME  cultivation  alone.  (2)  There  are  two

collaborative  driving  paths  to  cultivate  the  high  efficiency  of “NDSS” SMEs.  (3)  There  are  two

driving paths to cultivate the non-high efficiency of “NDSS” SMEs,  and there is  an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cultivating  high  efficiency.  (4)  A  goo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has a relatively common impact on the high efficiency of “NDSS” SME cultivation.

(5)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need  to  be  combined  with  appropriate

configurations to truly play the synergistic field effect.

On the  one hand,  this  paper  reveals  the  black box of “NDSS” SME cultivation in  a  more

detailed  and  accurate  manner.  On  the  other  hand,  starting  from  the  phenomen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figuration reasons of “NDSS” SME cultivation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tracing,

and whether the single anteceden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stitutes the bottleneck of “NDSS”
SME  cultivation,  providing  more  detailed  and  accurate  guidance  for  the  efficiency  of “NDSS”
SME  cultivation.  At  the  same  tim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limited

advantageous  resources  to  select  the  driving  path  suitable  for  the  region,  optimize  the  key

element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high efficiency of “NDSS” SME cultivation;

but  also  provide  a  good  cultural  environmen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NDSS”
SMEs  by  building  a  sharing  platform  and  improving  the  open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ing

social credit investigation and standardizing the punishment on dishonesty.

Key words: “new, distinctive,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SMEs; business environmen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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